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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邻为友”还是“以邻为壑”？

——中国环境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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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环境理论通常假定政策干预对个体的影响是独立的，但一些现实观察和研究表明，受干预个体的行为变化往往对邻

近空间的其他个体决策产生影响，也即存在环境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中国环境政策下，空间个体的行为究竟是

“以邻为友”，个体间积极互动、相互模仿，抑或是“以邻为壑”，个体间非理性竞争？这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科学评估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系统、全面揭示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和复杂机制，更为创新发展和完善我国环境治理

政策提供更多工具和决策参考。为此，本文系统回顾和总结相关研究文献，厘清了中国环境空间溢出效应的内涵与

测度方法；梳理了环境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的形成机理和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环境空间溢出效应的未来

研究方向以及在政策实践中的运用。

关 键 词 ： 空间溢出；中国环境政策；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 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4981(2025)01-0149-11

DOI：10.3724/j.issn.2097-4981.JECC-2024-0020

“Benefit the Neighbor” or “Beggar the Neighbor”

—A Review of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WEI Chu1, ZHU Bei2,*

1.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 (RIEc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 ： Environmental theory usually assumes that policy interventions affect individuals independently. However,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behavior of intervened individuals can influence decisionsmade by others

in neighboring spaces, a phenomenon knowna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se effectsmanifest in two different

patterns: onewhere neighbors act as friends, influencing and being imitated by each other, and the otherwhere

neighbors behave as competitors, engaging in irrational rivalry.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can systematically uncover the impacts and mechanism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ffering valuable

tools and decision-making insights for policy improve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clarified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polic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examined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impacts.

Furthermore, we explored potenti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and discusse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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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环境政策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础

工作，也是决策者跟踪了解政策效果、改进政策绩效、创新

政策思路的重要支撑。学术界关于环境政策评估的分析较为

丰富。多数研究集中在评估政策的直接效应，很少提及空间

地理因素的潜在影响，即空间溢出效应。事实上，由

Krugman[1]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突出了空间要素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性。类似地，空间要素在环境治理中应用也逐渐得

到验证。例如，地方政府借助风向、水流在空间上污染的传

播途径，采取有倾向性的规制手段，形成环境规制的“搭便

车”[2-4]。又如，环境政策影响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地方政

府为提高竞争力而有倾向地设定环境目标[5]。“以邻为友”与

“以邻为壑”是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前者指个体间

以合作共赢的态度应对跨区域的环境问题。该模式强调区域

间的学习互助与资源共享，旨在通过信息交流、联防联控等

手段，合力提升整体治理效率，促进区域间生态共赢。“以

邻为壑”在环境治理中则体现为采取单边措施或不作为，将

本地污染转嫁至周边区域，导致污染排放负担外溢至邻近地

区。这种做法以牺牲其他区域环境利益为代价，破坏了区域

环境公平性，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环境竞争与冲突，削弱整体

环境治理成效。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往往假定环境政策对个

体的影响是独立的，对空间因素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缺乏充

分的探讨，特别是分析中国环境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内涵、

测度方法、形成机理和综合影响的研究更加缺乏。深刻理解

和认识环境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比

如：如何将空间溢出效应这一机制纳入政策综合评估中？如

何针对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设计激励相容的政策工具来强

化和运用“以邻为友”效应、规避“以邻为壑”效应？对上

述问题的探究将有助于提升政策的实施效果。

为此，本文对理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旨在

厘清空间溢出效应的经济学内涵与测算方法，识别可能的形

成机理，同时对环境政策溢出效应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讨论。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学术研究方面，深入

分析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揭示中国环境治理背后潜在的

复杂传导机制，为后续的政策评估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二是

政策实践方面，本文发现，是否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将对环境

政策评估产生重要影响，未来需要在政策制定中考虑这一因

素以便更加科学地进行决策。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界定空间溢出效应内涵

与测算方法；第二部分以环境政策的主要参与主体为研究对

象，剖析空间溢出效应的内在形成机理；第三部分基于不同

的经验研究考察环境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的社会经济影响，包

括环境、经济、福利等维度；最后展望未来理论研究和政策

实践的可能方向。

1 理论内涵与测算方法

1.1 理论内涵

空间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指个体行为在空间上是

相互关联的，且一个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主体会产生正面或者

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没有被完全支付或者补偿。溢出效应

的发展呈现逐渐深化的特征。该概念源于外部性理论，强调

个体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6]。最初，空间溢出效

应局限于解释城市和区域经济中知识和技术的地理传播。随

着国际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论的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

只有将理论具体落实到空间层面，才能验证其有效性。以

Krugman[1]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区域

间互动的经济外部性问题。至此，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增长

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创新知识网络理论在开创性研究的基

础上，聚焦于知识的流动和技术的传播，强调空间溢出效应

在生产要素传播中的关键作用[7]，进一步丰富了空间溢出效应

的理论框架。21世纪以来，空间溢出效应的内涵和应用不断

拓展。例如，区域经济学关注溢出效应对区域发展不平等的

影响；环境经济学探究污染溢出和环境规制溢出等。

1.2 测算方法

关于溢出效应的测度，当前学术界主要采取以下4种

方式：

1）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计量模型是学术界测度溢出效

应的主流方法，其发展将空间溢出效应的概念推向了一个特

定的方向。通过构建空间距离权重矩阵，空间计量经济学识

别了邻居解释变量对本地被解释变量的平均影响。常见的空间

计量模型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

型。例如，刘海猛等[8]使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发现，PM2.5浓度存

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即“本地–邻地”呈现“高–高”“低–

低”的特征。在上述方法中，空间杜宾模型被认为具备解决遗

漏变量的优势，因此备受学者青睐[9]。为科学评估政策的溢出

效应，将空间计量模型与准自然实验的因果推断法相互结合，

学者们构建了空间差分模型。例如，Gong和Xu[10]使用空间双重

差分模型探索了空气质量排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发现周围城

市的空气质量排名对本地区能源效率有显著的溢出作用。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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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1]利用空间差分法探索低碳城市试点对PM2.5浓度的“局部–

邻里”效应，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项目不仅可以降低当地

PM2.5浓度，还可以有效缓解周边城市的雾霾污染。

2）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归

属计量经济学方法。该方法建立在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

并且主要聚焦于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中某一变量冲击的动态

时空传递和响应机制。例如，Groenewold等[12]采用VAR模型，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模拟了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在经济方面

的相互影响。Nicolaas等[13]将中国划分为六大经济区，通过

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区域间的溢出效应。

3）投入产出分析法。该方法建立在多地区投入产出表的

基础上，其将一个地区的产出增长分解为区域内乘数效应、

区域间溢出效应以及区域间反馈效应[14]，从而分析特定产业

或区域的需求变化对其他产业或区域的影响。例如，潘文卿

和李子奈[15]基于该方法发现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内陆地区

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4）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该

方法从复杂系统理论出发，引入节点属性、连边权重及拓扑

特征，构建多层级加权网络模型解析空间动态关联及其机理。

对比上述4种方法，空间计量模型适用于分析区域经济发

展、生产要素流动、环境政策评估等，强调空间依赖性，也

常被用于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评估。但当前空间计量模型的

发展还存在不足。譬如，模型内生性问题尚未解决，即解释

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模型估

计结果不稳定和不准确。又如，评估的溢出效应为平均值概

念，其特征难以进一步识别。向量自回归分析适用于分析宏

观政策冲击下的变量时空传递和响应机制，多用于分析宏观

经济和金融系统冲击的影响。尽管该模型能够捕捉变量之间

的动态关系，但其无法准确反映变量在同一时间点的相互影

响，且不适用于评估政策的溢出效应。投入产出模型则适用

于评估经济结构、产业链间的相互联系。然而，这种关系无

法完全反映经济系统中的所有因素和变化，特别是一些非线

性的、动态的因素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该方法同时依赖于

年度投入产出表，由于数据更新不频繁，研究的时效性、动

态性受限。投入产出法同样不适用于直接评估政策的溢出效

应。社会网络分析法高度依赖节点间关系的准确性，遗漏的

隐性关联会使邻接矩阵效度受损；且该方法还存在动态演化

建模不足、层级嵌套处理受限的问题。总之，上述4种方法虽

然都被用于测算溢出效应，然而在政策评估领域，空间计量

方法更为适用。环境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的深入研究还有待空

间计量经济方法的进一步完善。

2 形成机理

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涵盖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

及居民四级主体，各主体的行为逻辑对环境政策的空间溢出

效应具有直接影响。本文首先对以上四级主体在环境治理中

的角色、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进行讨论。

中央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其政策目标代表国家的整体发展

方向，也进一步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和企业的行为约束。地

方政府是环境规制的执行者，中央政府通过“委托–代理”的

方式，下放环境治理的权力，同时以政治集权保证了中央对地

方官员的有效管理。而地方政府官员不仅是“政治人”也是

“理性人”，地方行为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公共利

益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在满足自身利益后才有动力维护公

共利益，所以扩大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间的交集能使地方政府

有很强的执行动力[16-17]。企业作为环境规制的主要对象，同时

也是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其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变对于实现环

境规制目标至关重要。环境规制促使企业通过生产技术革新、

用能结构调整及创新能力提升等方式达到规制目的。然而，政

策效果还取决于企业的实际合规行为。居民在环境治理中同样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并且其行为偏好始终围绕着实现福利

最大化的核心逻辑展开。居民“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弥补了

“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自上而下”监管的不足，形成对污

染企业的社会压力，从而减少了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居

民环境支付意愿也深刻反映了对环境质量的期望，是政策制定

者制定和优化环境政策、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参考。此外，居

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也推动了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提升了绿

色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强度，进而激励企业加大环保研发投

入，优化产品结构，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高水平动态机

制。居民的福利最大化追求不仅推动了环境治理的深化，同时

促进了经济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1 中央政府行为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中央政府很难做到各地区资源的平

等分配。政策试点是中央政府运用空间概念，将资源优先分

配给部分地区进行先尝先试，最终实现强者带弱者的发展方

式[18]。政策试点往往是目标提出初级阶段的局部尝试。成功

的尝试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中国的碳交易试点、绿色

工业园区试点、环保督察等政策都是很好的案例。例如，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不仅有效促进试点地区的碳减排，还通

过政策溢出效应抑制邻近地区的碳排放，但直接减排效应明

显强于溢出效应[19]。经济发展渠道是现阶段碳交易政策发挥

减排作用的重要路径，但经济效应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具有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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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威胁。因此，亟需推进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并加强区

域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及知识技术交流，构建区域良性协作的

低碳发展模式。绿色工业园区试点是中央政府以工业园区低

碳转型为抓手，试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集聚绿色制造的工

厂、企业和产业，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低碳绿色产

业共生组合的发展方式。曹艳秋和杨霄[20]的研究结果表明，

园区内企业通过生产投入替代与技术改进降低污染排放，且

通过示范效应和市场竞争的激励效应对园区外企业的能源利

用效率与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又譬如，中央环

保督察是对常规型环境治理机制本身的一种“治理”，中央政

府试图开展运动型环境机制，监督地方政府治理和企业的合

规行为。由于试点督察的执行力度和惩罚力度较强，由此产

生警示效应，即不仅被督察省份官员和企业受到影响，未被

督察省份也可能提前开展环保工作，使得督察城市与其相邻

非督察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相一致[21]。

2.2 地方政府行为

地方政府行为的策略互动是溢出效应的重要传导方式。

现有文献对该问题的探讨总结为以下3种因素。第一，竞争流

动性资源和选票。西方学者用“争夺流动性资源”、“争取选

民投票”的动机解释政府竞相提高、降低环境规制标准的行

为[22-28]。例如，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和新企业，往往会降低

环保标准[29]；也会为了赢得辖区居民的选票竞相提高环境财

政投入[30]。第二，利用公共物品供给的外部性。在环境治理

中，地方政府为了减少投入，将污染策略性地转嫁到相邻辖

区，也就是相邻辖区政府承担了本地环境治理的成本，本地

区享受了相邻辖区环境治理的收益，从而导致辖区间公共物

品供给的溢出。例如，Sigman[31]研究发现环保“搭便车”导

致美国下游的水质下降4%，每年的环境成本达到1700万美元。

在中国水污染治理中，同样存在“下游效应”[32]。He等[2]对

该现象的解释是水质监测站数据采集上游污染信息，因此地

方政府仅对紧邻监测站的上游企业采取最严格的管制，放松

对下游企业的监管。Kahn等[33]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优化

地方政治晋升标准，可以缓解地方政府在行政边界处“搭便

车”的问题。第三，晋升锦标赛下相对绩效之争。中国学者

认为晋升锦标赛理论更能解释政府间互动行为的逻辑，特别

是当环境治理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后[34-37]。例如，Liu等[38]研究

发现，政府在减碳行动上存在“逐顶竞争”的策略互动，但

这种竞争只在600～1600km范围内显著。李胜兰等[39]则认为地

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中由相互“模仿”转向“独立”。赵霄伟[40]

研究发现，2003年以后唯有中部地区政府间存在“逐底竞

争”的现象，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呈现“差异化竞争”

趋势。Margetts和Kashima[41]认为这种“亲环境”行为只发生

在资源环境相似的省份间。

在中国情景下，地方政府在受到中央政府的政治激励与

财政激励后，围绕事权展开竞争。空间上的竞争互动有积极

和消极两种表现形式。积极的策略互动下，城市间产生相互

学习、借鉴优秀经验互动，形成“逐顶竞争”的局面；而消

极的策略互动容易引发污染“搭便车”，最终造成“逐底竞

争”的局面。

2.3 企业行为

公共物品供给差异影响生产活动的空间转移[42-45]。国际

贸易理论中的“污染避难所”假说解释了企业如何基于空间

因素做出生产决策。该假说认为在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时，

企业纷纷采取用脚投票的策略，选择规制要求低的国家或者

地区进行投资和设厂，从而提高其区位竞争力[45-48]。自此，学

者们开始讨论环境规制与企业区位选址之间的关系[49-50]。例

如，Jeppesen和Folmer[51]认为规制引致的治理成本是企业权衡

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与潜在区位的吸引力进行比较后。当研

究聚焦于污染企业的跨界转移问题时，“污染避难所”效应更

为明显[52-54]。何龙斌[55]追踪污染企业，验证了西部地区是我

国污染产业的避难所。这种转移趋势对区域经济和环境产生

了深远影响。然而，也有学者对“污染避难所”效应持否定

态度，认为除环境规制因素外，市场、成本、产业集聚等因

素也是企业选址的重要依据[56]。

污染企业迁移的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迁往环境规制水

平较低的行政边界地区或者河流的下游边界[57]，即边界成为

污染避难所[3,5,58]；二是就近转移，在尽可能获取原有资源禀

赋的基础上降低长距离建厂的成本[45,59]。

2.4 公众行为

学术界最早研究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的是西方的

“用脚投票”理论，即公众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表达环境治理

诉求[60]。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扩大公众权利、增强民主监督同

时可以提高环境政策实施效果[61]。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公

共治理方式不同，但随着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

中环境问题的凸显，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积极参与到与自身

利益攸关的公共问题中来。公众参与和监督已成为中央政府

推动环境治理、提升政策公信力和透明度以及强化地方政府

问责制的重要工具。从参与方式来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逐渐多元化，公众参与已转变为社交媒体、在线民意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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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式[62]，公众参与程度更高、传播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

秦炳涛等[63]研究发现公众参与不仅能够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

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

网络舆论时代的验证同样显示出，舆论监督有效减轻了本地

及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情况，即使替换空间权重矩阵和考虑

其他大气污染类型，该结论依然非常稳健[64]。

此外，公众行为的外溢效应深深植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

网络、群体动态以及社会规范等多维度的社会性互动。这种

潜在的、非直观的机制下，个体某一具体行为的改变，能够

广泛地、自发地激励其他个体行为的调整与转变。一些研究

证明了公众绿色行为的溢出效应，即个体或家庭的绿色选择

不仅对自身有益，同时能够激励周边人群效仿，从而在更广

泛的社区范围内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深化。例如，

Huang[65]研究发现，与绿色住宅邻居相距0.1英里以内的住户，

其进行绿色住宅改造的可能性是未受此类邻居影响住户的1.8

倍。住户能够从绿色邻居那里获取信息投入到自身的绿色消

费中。类似地，Gu[66]和Zhu等[67]使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进

一步揭示了邻里间的“同伴效应”，即社会规范和社会乘数效

应促进了农村家庭对清洁燃料的采用。同样地，Zhang和

Wang[68]认为知识和人际关系是影响垃圾分类的传导机制，因

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政策不仅推动了目标人群的废物垃

圾减少行为，还提高了周边城市家庭垃圾分类的频率。

3 效应评估

从环境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围绕环境规

制的环境效应、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展开详细的讨论。为此，

本研究也基于以上3方面综述溢出效应，代表性研究见表1。

表 1 溢出效应的影响
Table 1 Impact of Spillover Effect

影响 溢出效果 测度指标 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环境效应

以邻为友（+）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政策学习效应 Rios和Gianmoena[69]

以邻为友（+） 细颗粒物（PM2.5） 公共物品供给外部性 Lin等[70]

以邻为友（+） 制造业碳排放 辐射带动效应，在 1000km内显著 Liu等[38]

以邻为友（+）
环境污染负荷指数

（空气、水和固体废物中的污染物）

公众参与效应，在 1200和
1000km范围内显著

Ma等[71]

以邻为壑（−）
工业污染排放（基于工业废水、

工业二氧化硫及工业烟（粉）

尘排放量核算污染排放总指数）

污染避难说 沈坤荣等[45]

以邻为壑（−）
细颗粒物一次（PM2.5）、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水消耗
污染避难说 Fang等[72]

以邻为壑（−） 农作物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
生产集聚、贸易开放、

城市化水平的虹吸效应
Li和Li[73]

经济效应

非线性 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短期“遵循成本说”

长期“创新补偿说”
Chen等[74]；Zhao等[75]

以邻为友（+）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要素辐射效应、政策学习效应，

在方圆 100km内显著
Zhu等[76]

以邻为壑（−） 城市绿色转型水平
清洁技术、环保人才的虹吸效应、

污染避难说
王瑶和张生玲[77]

福利效应

以邻为壑（−） 健康（呼吸道和心血管死亡率） 中国空气污染传播 Heo等[78]

以邻为壑（−） 健康（心肺病死亡率） 空气污染传播 Cheung等[79]

以邻为壑（−） 健康（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
燃煤电厂空气污染对

下风向地区的影响
Chen等[4]

以邻为壑（−） 健康（肺癌和呼吸道疾病死亡率）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空气传播 Chen等[80]

以邻为友（+） 幸福感 人口流动 Wu等[81]；Zhang等[82]

以邻为友（+） 贫困（农村贫困发生率）
农业技术

（农用地膜、沼气池气体生产）传播
Qin和Zhang[83]；Feng等[84]

以邻为友（+）
贫困

（多维指数：教育、医疗、经济、生态）

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和

农业生产力提高
Qin等[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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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环境效应

环境效应指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质量、污染减排、气候

变化、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从现有文献的结

论来看，政策的溢出效应通常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先进

的环境政策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示范作用和有益经验。例如，

周望[86-87]提出了政策试点形成了试点地区对非试点地区“吸

纳–辐射”过程。Rios和Gianmoena[69]构建了一个空间绿色索

洛模型，并验证了空间趋同俱乐部假说，即国家间经济体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趋同性，这种现象主要是出于保持竞争

力，邻近地区会模仿严格的环境法规。同样地，Liu等[88]以碳

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为例，识别出该政策通过增长极理论有效

促进试点周边地区碳排放，证实了正向环境溢出效应的存在。

Liu等[38]研究发现，在1000km范围内，各省受区域环境治理的

辐射带动作用较强，随着空间距离增加，区域协同治理的成

本增加，环境治理的减排溢出效应相对较弱；1600km之后，

空间溢出系数随机波动且不显著，说明环境治理对邻地的溢

出效应受到区域边界的限制。Ma等[71]发现公众参与可以促进

周边1200和1000km范围内环境治理的效果，超出该范围后，

溢出效应逐渐减弱。环境政策的正向溢出效应还体现为公共

物品供给的正外部性。Lin等[70]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

压力较低、环境保护压力较高的边境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

控政策对降低边境地区PM2.5浓度的效果更为显著。另一方面，

制度差异可能会将污染活动从规制严的地区转移到规制弱的

地区，并吸引资本、技术、知识和人才等竞争资源，以形成

虹吸效应，这将不利于规制弱的地区环境治理。例如，沈坤

荣等[45]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局部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环境规

制政策并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这是因为环境规制引发污染

就近转移。马丽梅和张晓[89]认为近距离的产业转移能够对环

境规制更严格地区的环境收益产生短期影响，因为该地区仍

存在于高污染密集区。同样地，Fang等[72]以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为例，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发现目标地区的环境效

益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环境效应为代价，因为关闭目标地区的

电力、钢铁和水泥生产厂并将其迁出目标地区，可能会导致

污染转移到技术效率较低、环境标准较低的欠发达地区。Li和

Li[73]认为在农业生产中，生产集聚、贸易开放、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会通过虹吸作用影响周围地区的农业碳排放。

由此可见，政策的环境溢出效应取决于上述双重效应的

综合效果，这也会存在溢出效应的不确定性。例如，Zhao

等[90]的研究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随着产业

集聚的调整最终会增加污染排放，而东部地区则呈下降趋势。

溢出效应还取决于政策类型。有学者表示，市场型环境治理

工具往往比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更能够发挥正向的溢出效

应[91]。关于溢出效应的大小，地理学第一定律强调了距离渐

进特征，即由于信息不对称、行政障碍和地方保护主义，随

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学习和沟通成本逐渐提高、资源要素的

流动性逐渐削弱[92-93]，溢出效应的水平也因此逐渐衰减。

3.2 经济效应

经济效应指政府或相关监管机构通过制定和实施环境保

护政策与法规对经济活动及市场行为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宏

观经济发展、市场结构、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关于环境规

制的经济效应现有研究没有达成一致观点。代表性理论有新

古典经济学派的“遵循成本说”[94]和修正学派的“创新补偿

说”[95]。前者认为，短期来看，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的环境

治理成本，对企业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直接阻碍

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例如，Jorgenson和Wilcoxen[96]比较了环

境规制与无环境规制情景下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现政府

的环境规制成本占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总成本的10%以上，进

而影响了经济绩效。Ren等[97]提出环境规制会增加市场的不确

定性和不可预测风险，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然而，“创新补偿

说”则认为，长期来看，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发展之

间具备“双赢”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环境规制会促使环境外

部成本内部化，创新补偿的收益部分可以抵消企业的环境治

理成本，从而提高绿色生产率。此外，由于环境质量与经济

发展间的复杂联系，有学者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是非线性的。例如，Cao等[98]识别出2002—2010年期间，中国

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

性关系，并且技术创新和资源消耗是重要机制。而Zhang等[99]

通过构建省级空间面板模型，发现2000—2018年期间，环境

规制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N”型效应。

从空间视角分析环境政策的经济效应，则考虑了一个地

区的环境规制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环

境规制对邻居绿色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74-75]，可能的解释

是环境规制会带来短期经济成本，但随着时间推移，能源效

率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

也有学者识别出正向和负向的溢出效应，这取决于政策类型、

实证方法以及样本选择等[6-77,100-101]。

3.3 福利效应

传统福利经济学通常利用消费者剩余来衡量公众的社会

福利。环境资源通常具有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的双重特征，易

导致自然资本消耗高于社会最佳资本消耗[102]。先前研究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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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环境破坏产生经济损失，譬如污染收费制度[103]、生态保

护补偿[104]等。值得注意的是，除商品概念的效用改变，污染

排放带来的社会功能性质的福利改变也很重要。Sen[105]指出公

众的健康与满足感不止来源于商品的消费，更不能用消费者

效用的内涵简单概括。王艳萍[106]也认为非市场商品与市场商

品一样，能够影响个体的总效用值，这种非市场商品的价值

主要来自于环境与社会关系中。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人类健

康、幸福感、环境贫困等[107-111]。因此，本部分不考虑传统福

利经济学分析中的货币因素，而是关注与公众健康、幸福相

关的福利效应。对于我国而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

要求下，民众对于自身环境福利的关注度逐渐增强，公众环

保诉求也成为地方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112-113]。

关于环境规制促进居民福利的结论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

分歧在于作用路径有所不同。张广来和张宁[114]认为，环境规

制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改善消费方式、促进就业和增加

居民收入等路径提升居民健康水平。Wen等[115]认为环境规制

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抑制了女性和老年群体的收

入。Bonasia等[116]借助1997—2019年欧洲19个国家的数据，探

究了欧洲国家环境保护支出与幸福感之间的长期关系。研究

发现，幸福感与环保支出之间存在正向影响，由此建议政府

将环保支出纳入改善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工具中。

关于环境规制对邻地福利的影响，本文基于3种测度方式

进行总结归纳。第一类文献从健康角度分析溢出效应，试图

揭示出环境污染对邻国、邻地福祉的负面影响，进而强调本

地环境规制的重要性。例如，Heo等[78]构建了基于大气科学与

健康的微观大样本数据库，发现来自中国的跨境空气污染显

著增加了韩国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这为提高中国污染治理潜

力和科斯谈判提供了依据。国内样本同样证明了健康的负向

溢出效应。Cheung等[79]的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内地的空气污

染加剧了香港的空气污染，并且空气污染指数每增加10个单

位，心肺病死亡率增加3.1%。Chen等[4]利用中国县级行政区数

据，实证研究发现邻地燃煤电厂空气污染对本地心血管和呼

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存在溢出效应，并且经风输送的空气污染

导致35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5269.6亿元，从而揭示了政府

间环境治理合作的必要性。Chen等[80]研究了2006—2012年间

中国116个城市空气污染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公众健康的影

响，最终发现某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增加1万吨，将导

致当地肺癌和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分别每万人增加0.035例和

0.030例，而其邻地的肺癌和呼吸道疾病死亡率分别为每万人

增加0.217例和1.543例。第二类文献从幸福感角度分析溢出效

应。这类研究没有直接回应邻居的环境治理对本地居民幸福

感的影响，而是研究空气质量、幸福感、人口流动之间的关

系。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成本在大气污染对居民福利的影

响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迁移成本下降有利于居民迁出空气

质量较差的城市，提高居民福利[81]。也有研究将幸福感作为

中介变量，进而探讨空气质量如何改变居民的定居意愿[117]。

一般来说，在邻里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居民幸福指数更低，

居民永久定居意愿和短期定居意愿都会减弱，并且以上因素

对高技术移民的影响比对低技术移民的影响更大。第三类文

献从环境贫困视角分析溢出效应。Feng等[84]研究表明，一个

地区的扶贫不仅受其自身生态指标的影响，还受其周边地区

的影响，生态扶贫在中国具有正向溢出效应。Qin和Zhang[83]

也认为，政府充分重视绿色对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从而

实现整体和可持续发展。Qin等[85]以我国著名的生态补偿计划

——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Transfer Payment

Policy of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TPEFAP）

为例，研究了制度对贫富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TPEFAP对贫

困指数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和长期

范围内均存在，其中农村非农就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业

生产力是TPEFAP在本地和邻近省份缓解贫困的关键途径。

比较现有研究可以看出，有关环境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

的结论是不统一，甚至相互矛盾的。环境溢出影响、经济溢

出影响和福利影响同时存在“以邻为友”和“以邻为壑”的

现象。这可能取决于3个原因：一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不

同。“以邻为友”模式下，地方政府往往能够通过学习效应、

辐射效应、环境治理的外部性以及公众参与进行传导；而

“以邻为壑”模式下，要素流动的虹吸效应、污染避难效应、

污染跨境传播效应形成了负向的溢出效果。二是地理距离。

正如地理学第一定律所述，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118]。Liu

等[38]、Ma等[71]、Zhu等[7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一定空间阈

值内存在“以邻为友”的现象，而超出这一范围，空间溢出

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实证研究的

结果还取决于数据质量和可获得性、指标选取、样本选择、

政策类型以及实证方法。

4 研究评述与展望

空间因素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个体独立性基本假

说，通过个体行为的互动影响环境政策效果。那么，环境政

策对空间个体的影响究竟是“以邻为友”还是“以邻为壑”

呢？为此，本文对环境政策空间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

梳理和评述，重点回顾和总结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内涵、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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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形成机理以及效应评估，进而回答政策主体行为逻辑

的出发点、政策的溢出的影响是“以邻为友”还是“以邻

为壑”。

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主体的行为逻辑是溢出效应的形成

机理，中央政府致力于构建“以邻为友”的空间格局，旨在

某一地区发挥示范效应，以推动周边地区的环境治理。对地

方政府而言，其行为逻辑受到竞争流动性资源、环保“搭便

车”及晋升激励的影响，表现出“以邻为友”与“以邻为

壑”交织的模式。对企业而言，在高昂的合规成本和严格的

环境规制下，企业往往采取避难行为，进而导致出现“以邻

为壑”现象。此外，公众不仅通过参与和监督缓解市场失灵

和地方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局，推动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环境治

理，出现“以邻为友”的格局；还可以通过社会性互动潜在

地、广泛地推动生活方式地绿色转型。从空间溢出效应评估

来看，现有实证文献主要区分了环境溢出效应、经济溢出效

应和福利溢出效应3种形式，但对于溢出效应的方向、大小并

未得出一致结论。一般来说，“以邻为友”的互动受到要素流

动、政策学习、公众参与等内在机制影响，空间个体通过

“示范效应”、“辐射效应”影响周边地区。相反，“以邻为

壑”的互动建立在污染转移、要素流动的内在机制下，空间

个体通过“虹吸效应”、“搭便车”、“污染避难”影响周边地

区。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实证设计和样本数据选择等因素。

现有研究文献得出了很多深刻的结论，极大地丰富和加

深了对环境政策空间溢出的认识。然而，未来仍有以下3方面

的创新空间：第一，识别不同类型空间溢出的特征及其对环

境政策评估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政策主体的行为逻辑以及

政策效果是“以邻为友”还是“以邻为壑”，然而随着空间溢

出效应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一些生产要素的溢出效应也将影

响环境政策效果，例如，知识的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那么，

这些溢出效应到底起着“以邻为友”还是“以邻为壑”的作

用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丰富了溢出效应理论的内涵还

揭示出政策效果背后潜在的机制。第二，测度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计量模型的发展推动了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然而，一

些重要的概念需要在研究方法的更新完善中得以明确。譬如，

何为邻居？是指地理相邻还是经济关联网络？不同类型邻居

的溢出效应有何不同？以邻为伴的边界如何测算？溢出效应

与直接效应如何进行比较？从技术上讲，只有精确地测度溢

出效应才能精准地评价溢出效应的后果，指导城市间与区域

间公平地开展污染协同治理。第三，开展空间溢出的国际研

究。诚然，“以邻为友”还是“以邻为壑”取决于多种因素的

交互影响，但根本还是取决于社会发展阶段、基本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模式。一个直观的问题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空间溢

出效应相比有什么不同？特别是如果空间溢出的形式、后果

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强调中国样本的学术价

值和现实价值就变得更有意义。另一方面，关于空间溢出效

应的国际研究，学者多聚焦在制度差异对外国直接投资和企

业跨国选址的影响，以及空气污染对邻国健康福祉的影响，

很少以问题导向探索如何形成国家间的“以邻为友”从而促

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第四，研究空间溢出效应的治理机制。

区分不同类型政策所引发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其在不同地

区和部门之间的传导及影响。加强空间溢出效应的动态监测

与评估，及时识别溢出效应在地区、部门间传播的潜在风险

和负外部性。在此基础上，建立跨地区的协同治理模式，通

过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生态补偿等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本文的研究也对进一步完善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三点启

示。一是从中央政府角度，要引导“以邻为友”格局，纠正

“以邻为壑”现象。在政策制定时，提高溢出效应的预见性。

虽然政策溢出现象难以预料，但从理性视角出发，仍有必要

根据过去经验提高对政策溢出效应的可预见性。在政策执行

时，中央政府积极引导“以邻为友”的区域合作格局。当前，

中国正处于环境治理的新阶段，更多的政策方案、技术路线

亟待探索，以“先行先试”积累治理经验，以“以邻为友”

的作用机制形成局部到整体的扩散，在降低公共政策的生产

成本的同时，形成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在政策评估时，中

央政府应纳入空间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既要分析局部地

区的环境绩效，也要从全局的角度评估政策的效果，避免形

成各行政单元各自为战的困局。此外，“以邻为友”的格局还

需要完善相关的政策工具。应进一步推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

协调机制，强化上下联动，确保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一致性；

拓展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多层次、多渠道激发社会

力量的共同参与，提高环境政策的认同度、透明度与实施力

度；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通过金融激励引导企业加大环

保投入，增强环境合规性，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

赢；强化对地方政府执行情况的监督与激励，对“以邻为

壑”要进行纠正，以确保地方政府提供有效的环境公共产品。

二是从地方政府角度，要树立“以邻为友”意识，防范“以

邻为壑”竞争。一方面，通过区域协同发展的制度红利，学

习先进的治理政策和方案。例如，加强对口支援、对口合作，

通过示范作用促使低碳实践经验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享，从

而加速碳减排措施的推广。又如，以创新驱动低碳发展，畅

通创新人才流动（灵活化人才聘用制度）、刺激创新资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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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发挥试点城市的辐射效应。另一方面，理性面对竞

争，在制定本地减污降碳目标时，需要综合考虑地方政府的

执行力和承受力，采取弹性的污染减排目标，以确保在不同

地区能够实现更合理的目标。三是从企业角度，要尽可能形

成规制标准在区域间的统一，避免企业污染套利空间和动机，

以减少企业污染避难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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